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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已成为经济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课题。本文首先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协同演化路径，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与存在性两个方面的国外研究文献，最后结合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的前沿研究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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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OFDI and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NIE Minghua，XU Yingjie
(School of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research of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OFDI and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co-evolution path of theories of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OFDI and global value chain. Th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research of global value chai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seeking OFDI has been analyzed. On this basis, it focuses on comb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which involves in the mechanism and existence of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OFDI.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frontier research on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OFDI, the influences on the 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were briefly reviewed and out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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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营销、研发等环节的片段化与国际分散化促进了OFDI的迅速增加。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为全球价值链升级与扩张提供了新的动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以及空间布局与发展之初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是指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从东道国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中获取的技术扩散，它是外部性的一个体现，即这种扩散能促进投资国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无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逆向溢出途径的理论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的权威，也为缺乏绝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及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视角下，选取国际投资理论中争论较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理论交叉研究基础与关键命题

1.1  对外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交叉研究基础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综合国家比较优势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全球价值链也随之发展，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正是组建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共同的前提以及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对OFDI动机转变的影响。

1.1.1 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都是在竞争优势及比较优势的前提下进行推演发展的，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强调企业具有的竞争优势，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更多地强调国家间的比较优势。

美国学者海默（Hymer）在规模经济、产品异质性、技术垄断等假设构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研究了“二战”之后美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基于特有资源禀赋形成的垄断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突破了国际资本跨国流动视角的束缚，突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形成的优势，开辟了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新纪元。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在综合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该理论弥补了产业组织理论、厂商理论在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单一性的不足，形成了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综合框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虽然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三个维度研究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片断化生产模式，但所有权优势在其分析范式中仍是前提和基础，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也就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基于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形成了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垂直分工生产体系。Kougut把宏观层面的分析纳入到企业国际战略管理的研究中，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必须同时考虑国家的比较优势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企业的竞争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嵌入环节[
]。Kougut对产业垂直化分工与全球化布局的综合分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雏形。

1.1.2 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转变
在早期的研究中，基于企业的特殊资源禀赋而进行跨国生产布局，从而减少进入不发达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保护特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资本、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企业组织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生产垂直分工体系，日益被以商品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所取代，Gereffi通过研究这种以商品为核心来组织全球化生产的方式，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概念[
]。随着对全球商品链的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概念在21世纪初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取代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不以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为核心，而是以商品的价值创造为中心，各个企业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产生的异质性进行嵌入，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尝试通过对技术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从而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发生了转变，技术寻求型投资动机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Von Zedtwitz & Gassmann指出企业的全球化投资动机可以分为两类：技术获取动机和市场驱动动机，前者也就是技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投资于发达国家，通过“干中学”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营销能力等无形资产。

在共同前提下演化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方面的研究。两种理论的发展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交叉研究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的融通创新。

1.2  基本概念与关键命题
1.2.1全球价值链
不同的研究机构以及学者都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如表1所示。

表1  2000年以来有关“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研究机构
	年份
	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内涵

	Sussex大学发展

研究所
	2000
	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价值增值活动的布局，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可以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可以聚集在一个企业之中。

	UNIDO（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
	2002-2003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范围内为实现生产或者服务价值而联系各个生产环节形成的全球性生产网络组织。[
]

	UNCTAD（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组织）
	2013
	从公司的角度，全球价值链是由跨国公司组织的、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的供应链。[
]

	UNCTAD（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组织）
	2013
	从国家的角度，全球价值链解释了世界范围内贸易附加值的重复计算问题。一国的出口不仅包含本国创造的部分，也包括别国创造的部分。[
]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内涵的总结，我们发现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从产品为核心的价值链网络到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复杂网络的演变。UNCTAD在《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全球价值链的内涵界定时特别加入了国家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理解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所带来的世界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转变，符合Kougut奠定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雏形，即产业垂直分工的全球布局模式。但目前在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全球化的布局则是指复杂生产网络与经济网络，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生产网络。

1.2.2 全球价值链升级

随着全球价值链内涵研究从企业到商品再到全球复杂网络的演变，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也得以不断深化。Gereffi et al在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过程中，区分了生产者驱动型与购买者驱动型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
]。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是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各国资源禀赋，进行跨国生产形成的；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则是依托不断完善的国内市场以及强大的品牌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采购与营销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全球商品网络。Gereffi对全球价值链的这一划分，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在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进入研究者的视角以前，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多是从企业在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来研究升级的路径与模式。Hobday提出了OEA（组装）→OEM(代工生产)→ODM（自主生产）→OBM（自有品牌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
]。Gereffi研究发现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制造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
]。这两类基本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把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力归结于企业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企业能够从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升级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并将新的生产模式移植到其他产品的生产过程。另外一些学者则注意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动力是由于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面临的生产与工艺流程标准等制度性约束。Kaplinsky & Morris研究发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是企业通过达到全球价值链上主控企业的生产标准，从而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与生产能力，攀升到全球价值链中战略性环节的过程[
]。

1.2.3 关键命题

在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是在中心企业技术占优、生产效率占优的基础上构建的。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环节被垄断企业所控制，后发企业很难打破垄断企业的技术壁垒实现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研究的发展，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企业实际行为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后发企业尝试借助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区进行绿地投资、并购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等手段，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图缩小与技术垄断企业的差距，向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演进。在技术、营销、管理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获取东道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并提高母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呢？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与有效性被视为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这就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这一关键命题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者的高度关注。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与实证检验

2.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

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2.1.1 借助微观视角的企业决策模型，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视角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常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型动机相结合。借助模型的理论研究主要存在于早期阶段，目前阶段的研究多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验证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同时，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原因。Fosfuri & Motta通过建立古诺博弈竞争模型来分析技术落后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研究发现技术落后的企业在对技术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能够获得技术溢出，在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国内经营与出口利润时，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微观模型的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影响因素，来解释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的原因。Driffield & Love分析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如东道国企业的外部化效应，并证实了这种逆向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于英国的产业部门[
]。Griffith et al引入母国的研发投入，将外部化效应与母国研发投入共同考虑，深化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
]。在微观理论积累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多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更切合实际地来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Pietrobelli C. et al通过对中国海外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对意大利进行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促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这一现象在技术密集的汽车和家电部门尤其明显[
]。Harhoff et al利用德国企业及欧洲专利局的数据，考查了不同技术寻求活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拥有美国当地研究人员的德国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更加明显，进而认为母公司可以通过将研发机构的人员调回母公司获取技术溢出效应[
]。

2.1.2 通过研究知识传播的渠道，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原因

根据Makino & Delios的研究，有三种传统的方式可以获取东道国的本土知识：与当地企业合营；通过占有合营公司的股份进行知识的分享与转移；通过参与当地市场的经营活动，实现“干中学”[
]。但这些通过公司产权层面的运营方式获取外国知识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许多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营交流，也会产生知识的溢出，所以以绿地投资为进入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应也会吸收到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并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De Propris & Driffield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集群化行为，能够增强知识外部化的效率[
]。Wei & Wang的研究指出，在东道国当地市场有许多公共的显性知识，国外进入的企业是很容易获取这些公共知识的，因此当地知识的外部化效应能够促进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

2.1.3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资源互补及整合，进而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寻求动机与利用资本作为知识传播渠道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研究都假定投资国企业能够有效率地、无成本地整合东道国的特质资源与自身特质资源，形成整合优势。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在实现逆向技术溢出方面并无明显区别。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通过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整合东道国与投资国各自的特质资源，才能实现逆向技术溢出。Hennart[
]在考虑整合成本的前提下，分析了投资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入模式与扩张模式。他假设东道国的特质资源被当地企业所垄断，投资国企业要想利用当地的特质资源，就需要与东道国企业进行股权合资，而最优的股权比例不仅取决于技术的转移成本，同时还取决于东道国特质资源的转移成本。Verbeke[
]研究认为，在东道国的特质资源被垄断，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时，投资国只能发展与当地垄断约束相容的企业特质资源，从而保证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Rugman et al[
]认为在与东道国企业合作，进而充分利用当地特质资源的行为，主要还是受投资国企业影响。

2.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国外学者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也进行了许多实证检验。通过梳理国外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的实证性检验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2.2.1 从简单的二元视角到多元视角的扩展

早期的研究多是基于母国与投资国的二元视角，主要验证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Head C. et al[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区位因素与产业聚集因素的关联度，研究结果显示日本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重点考虑产业聚集因素，并且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Barba Navaretti & Castellani[
]对意大利1973—1991年间的公司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那些进行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比国内同类型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率。由于投资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集聚化的趋势，所以只考虑二元视角的实证分析存在一定的缺陷。Driffield & Love[
]首次把东道国内各个投资国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在内，对英国1984—1997年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本土企业对国外企业以及国外企业相互之间均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投资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因为局部竞争效应的存在而受到削减。Iyer et al[
]利用新西兰2000—2007年的制造业数据来检验了12种不同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样也发现在东道国与投资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不显著，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新西兰的制造业技术密集度较低所导致的。Driffield与Iyer et al的研究都把技术密集度作为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并且对多元视角下技术溢出效应进行验证，得到了大相径庭的结论。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多视角的研究仍然较少，难以形成统一的结论。

2.2.2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关键因素的实证研究，由技术密集度的基本假设向多因素扩展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一般建立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大多投资于技术与研发水平较高、投入较多的国家，技术密集度隐含地被假设为逆向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Driffield et al [
]将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划分为高成本、高研发投入国家和低成本、低研发投入国家，用1978-1994年的产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英国生产率的增长，其研究表明对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也能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部分学者的研究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双向关系，Herzer[
]基于1980—2005年间33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生产率的提升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并且这种影响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Herze[
]发现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存在这种现象，他用1980—2008年间德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德国国内产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随着研究的发展，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制度环境等因素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角。Koske[
]通过研究证明了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会影响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那些金融系统较成熟的国家对国际研发溢出具有促进作用，即金融市场制度越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大。Sivak et al[
]认为政策制度环境会从多个角度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2.2.3 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空间因素的相关研究不断拓宽和细化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布局多是集中在本国所处的洲，或者是临近的自由贸易区。这种布局模式隐含地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区域战略思维。Denis & Yost[
]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面临东道国文化多样性的挑战以及日益增加的合作与管理成本，这些可能是导致跨国公司选择距离母国较近的区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Rugman & Verbeke[
]强调过度的全球化分散生产可能给企业带来全球化困境。跨国公司在母国临近的区域进行布局，不仅可以减少过度分散的全球化生产网络带来的成本，还可以有效减少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在临近区域内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会因为距离约束的减弱而得到增强呢？许多学者的研究间接地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Qian et al[
]的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化分散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与全球化相比，这种非线性的相关关系表明了区域因素的重要性。Banalieva et al[
]的研究发现当跨国公司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球化水平相协调时，区域的集聚能有效提升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好地解释了新兴国家对传统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突破。由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许多新兴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技术追赶与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跨越式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型不再是单一的顺序模式。

3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新发展

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提升了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与资本积累，以本土企业为核心，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3.1 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新格局

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借助规模日益扩大、效率日益完善的国内市场，通过海外技术收购以及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为主的前提下，开始尝试开拓国外市场，构建属于本国的崭新的全球价值链。国内市场的发展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积累资本的机会，使得直接收购国外先进科研机构或者相关公司成为可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再仅仅是通过“干中学”以及知识传播等传统渠道实现。进行技术并购能够带来更有效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且为以新兴国家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持，开辟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Driffield et al[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它们多是以在国内市场获取的资本来支持其在东道国并购和吸收先进的科研机构。Meyer & Peng也强调了新兴国家在东道国并购先进研发机构的动机，但他们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不同，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发展多是依靠国内庞大的经济总量以及低成本优势。Alberto et al[
]通过对中国中兴、海信、长安等跨国公司在欧洲研发机构的实地调研，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区位选择以及海外研发机构动机演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他们还发现技术寻求型的动机逐渐减弱，效率寻求型的动机则不断增强，而且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多选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地区，即这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利用现有的技术开发新产品以适应当地市场的特殊需求。Lee et al[
]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成功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庞大的内部市场并不是培育成功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许多新兴国家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中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创新的转变，开始以本国跨国公司为核心构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完成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再到全球价值链跨越式升级，最终到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升级路径。

3.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的空间因素与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

东道国的跨国公司与投资国的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关键纽带，两者的地位可以相互转换。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无论是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或是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在生产、营销、研发以及管理等方面积累许多经验，并且这种经验会被母公司优先占有并留在母国。Dunning & Lundan[
]研究认为，虽然跨国公司会将一些乏味的研发活动放在海外，但是创新性的核心技术仍然留在母国，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时有必要考虑投资于东道国特定的区位。从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说，越是临近东道国的跨国公司，越有可能获得前沿的生产技术。投资于不同的区位会产生不同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发展阶段，跨国公司构建全球价值链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Peter J. Buckley & Niron Hashai[
]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技术升级对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分散生产模块的影响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影响，发现公司的技术水平在决定公司的全球布局以及分散化生产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通过对139个公司的区位布局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模型分析的结论。空间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下，跨国公司也会形成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与布局模式。

4  结论与展望

从现有文献看，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基于不同的理论，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领域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和逆向技术溢出这一问题的理解，但是与该问题相关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定论。而新兴经济体以本国跨国公司为核心，构建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是一个较新的现象，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新兴经济体基于国内市场与资本支持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与发达国家基于先进技术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相互嵌套，形成了复杂的国际经济网络，这对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研究构成了巨大挑战。

通过总结国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后续研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现有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寻求了，许多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以及寻求效率为目标。而目前关于新兴国家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与传统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应该注重于研究投资国公司如何整合东道国的资源优势，融入当地价值链，实现技术模仿到技术超越的转变，而且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产业集群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二，虽然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证实了空间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的关键作用，但相关的研究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空间因素是多维度的，地理距离已经受到国外学者较多的重视，但关于文化差异、技术差距、市场结构以及政府政策造成的非地理距离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和关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所形成的隐形经济区域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也应得到深入的研究。

第三，新兴国家通过技术追赶与国内市场的支持，构建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传统的价值链升级理论提出了挑战。与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相比，新兴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与升级路径，然而这方面还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新的全球价值链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并存，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如何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方面的理论在这种新环境下又会面临哪些发展，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集群升级研究”（15YJA79004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选择”（2015B05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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